
論漢代楚歌對前人的接受與新變

孟 修祥

漢代楚歌屬於自己的時代但任何文學作品都不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如果追溯其直接源頭，

自然是先秦楚歌，其與《詩經〉、〈楚辭〉也有著直接的淵源闕係。考察漢代楚歌對前人的接受與新

變，對於認識其審美特質，有著特別的意義，故為之說，以求教于方家。

一、漢代祭把楚歌與緝毒》之《頌》

〈詩〉之三〈頌〉中的許多作品都是用於宗廟祭紀的，其本質上是原始宗教思維方式的產物，

後來演化為禮樂文化的重要內容。蔡且〈獨斷〉說:“宗廟所歌詩之別名三十一章，皆天下之禮樂

也。 ω" 朱熹〈詩集傳〉卷十九亦承此說而明吉之:“頌者，宗廟之樂歌。"也有人認為“頌"為舞

容。如〈管子﹒牧民篇〉首章名“國頌" 注云:“頌，容也。敘說其成功之形容也。" (釋名﹒釋方

語》亦云:“頌，容也。為陳為國之形容。"皆說明周之祭禮中詩、樂、舞三位一體，因此，“頌"吉

其中之舞容。也有人認為“頌"為舞樂之劇本、為聲調、為樂器名等等諸說，不在此一一列舉。它

主要是通過人們以某種儀式來祈求神的歡心 其主要功能在於娛神 但實際上它又深刻地影響著當

時的政治生活與日常生活。。頁》詩以《周頌》為代表，三十一首《周頌〉中，超過半數的作品與宗

廟祭把儀式直接相關 還有祭祖先王以及山川、社稜、天地之神者 均關聯著現實的政治生活與日

常生活。〈毛詩序〉說:“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宋人李構、黃樁的《毛

詩集解》也說:“《頌》者 告神之樂章也。 (2'，也就是說 即使那些並不直接用於祭祝活動的樂章

也同樣是在人神關係之中吉說。周人將政治上的“盛德"告訴神靈，其目的在於鼓舞自己，祈神庇

佑。宋人範處義的〈詩補傳》說得更為詳明:“《頌)，專用於美功德以告神明，而〈周頌〉有助祭、

諜廟、進戒、求助之詩似若非為告神明而作意者。詩樂章也凡詩皆可歌以為樂。如美其助祭，

是以助祭之事告之神明也;美其謀廟，是以謀廟之事告之神明也;美其進戒，是以進戒之事告之神

明也;美其求助，是以求助之事告之神明也。 (ω" 如周似的中的〈維清〉頌文王之德， (烈文》也

是歌頌周文王的頌歌本來消滅商討為武王之功 但武王仍將其功歸於文王 除了這些作為“美功

德以告神明"之外，還有如〈敬之》周成王向文王、武王表述自己心情的詩，與《小昆〉這樣周成

王懲辦管、蔡之亂後在宗廟向祖先白白、自警之詩 這種自警之詩以告之於神明的莊重嚴肅的方式

告之於群臣， 自然增加其政治功效的神聖性。

當儒家宣揚以“禮樂教化"為治國之本時， (周頌》便被奉為“正聲"之典範，從而無形地成

為了後世衡量郊廟祭歌的尺規，漢代自然就將其奉為圭臭。當然，漢代《郊把歌〉十九章中的迎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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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送神曲及分別祭把中央、東、南、西、北方之帝的篇章在很大程度上也摹仿了〈楚辭﹒九歌〉。

漢代的祭把歌基本上採用《詩經〉的四吉句式，再加上典雅的祭把語言，構成把神祭祖的肅穆氛間，

這與〈詩經〉頌詩的凝重、莊嚴風格十分類似。西漠的《安世房中歌〉與《郊把歌〉也是重在頌祖

德。〈安世房中歌〉明確告誡世人:

我定歷數，人告其心。敕身齊戒，施教申申。乃立祖廟，敬明尊德。

這種用於祭祖祖考的內容最突出之點就在於“孝"，如第一章:“大孝備矣，休德昭清。高張四縣，樂

充官庭。芬樹羽林，雲景杏冥。金支秀華，庶麓翠腔。"沈德潛〈古詩源〉卷二指出:“首云大孝備

矣，以下反反復複，屢稱孝德，漢朝數百年家法，自此開出。累代廟號，首冠以‘孝有以也。(的"

司馬相如等人集體創作的〈郊把歌〉主要是中巳天神地柄，這些詩歌不僅僅歌功頌德，還有勸誡

之意。如“承天之則，吾易久遠。燭明四極"、“嘉承天和 伊樂厥福。在樂不荒。惟民之則"、“承

帝之明，下民之樂。"這些話就是告誡臣民:順承先祖美德江山才能永固;社會安定，天下才會幸

福安康。〈郊把歌〉中的〈青陽〉、《朱明〉、〈西顯〉、〈玄冥〉四季祭紀之歌，也意在說明順應季節的

變化、合乎神意， “承神至尊"，並且要“惟慕純德，附而不不4驕，正d心心翊翊

《周頌.敬之〉之類有告誡之意在裹面，故沈德潛《說詩碎語〉曰:“武帝以李延年為協律都尉，與

司馬相如諸人略定律呂，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此《頌〉之變也。(日"

楚漠之際，詩教已熄，民間多樂楚聲。在以皇帝劉邦為代表的統治者的特別宣導下，整個漢代，

遂以楚聲為尚。但漢代的祭紀時所用之歌與《詩〉之三似的、《楚辭﹒九歌〉比較，在其吉說人神

關係方面有其相同的文化語境 表面上看來是對神的祭禮 實際指向的卻是現實生活。這類楚歌借

助於莊嚴神聖的儀式 構成神秘的審美氛圍 而祭把詩的思想、內容實際上表現出強烈的意識形態的

社會功能因此對於維護既定的社會秩序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雖然《詩經〉中的。頁〉詩還有其

原始巫術的遺留因素，但它主要表達的是人們希望得到上天保佑的心理期待 統治者正好利用了人

們的這一心理期待，借助於溝通人神關係的儀式，莊重肅穆的歌詩與舞蹈，達到確認現存的等級秩

序的絕對合理性，從而表現出鮮明的政治功利特徵。從漢代《安世房中歌〉與〈郊把歌〉童在頌祖

德的內容來看，形式上似乎是為溝通人神之間的關係，其真實目的卻在協調社會之中的人際關係。

《周頌〉中的《維天之命〉本為祭把文王:“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文王之德之純"就己說得十分

明白，但其現實目的是:“假以溢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意在讓後輩篤行先輩的

德行，以保證社稜傳承。漢代〈郊把歌﹒玄冥〉中“易亂除邪，革正異俗，兆民反本，抱素懷樸。

條理信義，望禮五嶽"， (郊把歌﹒天地》中“謬碧金鼓 靈其有喜 百官濟濟，各敬其事"祭把神

靈的目的卻是要使風俗純正，兆民樸素，要求文武百官各負其責，各敬其職。正如《禮記﹒禮運》

所指出的:“故玄酒在室體盞在戶梁偎在堂澄洒在下。陳其犧牲備其鼎姐列其琴瑟管蒼鐘

鼓。修其祝蝦，以降上神與其先祖，以正君臣 以篤父子 以睦兄弟，以齊上下，夫婦有所，是謂

承天之枯。 (ω"

由於生活在上古時期的人們對許多自然現象和社會現象無法解釋，從而祈求神靈與祖先賜福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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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因而巫術與神話盛行。巫術靠儀式進行，神話靠故事來演繹，於是巫術儀式與神話傳說也成了

藝術的載體， {詩》中的《頌〉與〈大雅〉中的部分作品，就成了一種獨特的藝術形式。漢代用于祭

紀的楚歌也繼承了這種藝術傳統，也自覺地被納入到官方的政治系統之中，成為一種詩性表達的意

識形態。如果說作為詩的似的對神的禮贊自然表達出十分明確的現實功利性，那麼，漢代的祭紀

之歌就是直承〈詩經〉中的似的詩而來。但是漢代的《郊紀歌〉更突出現實政治的功利因素。

當然漢代也有部分楚歌繼承了〈詩經〉“作詩以誦其美而譏其惡"的詩歌傳統。一般認為，由於

封建時代等級森嚴，君臣關係緊張，臣子在表達與君上不同意見時，往往採取“譎諜"這種委婉曲

折的表達方式，於是產生了諷諜之詩，事實上，除了這一層面的意義外，詩最初的產生也在於人神

關係，因為無論是最初口頭的，或是後來書面的用語，在無數次祭把活動中，必然漸漸漫衍開來，

在日漸繁複的禮儀活動中 詩也越來越成為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以至於形成於委婉表達自己不滿

情緒的諷諜之詩。漢儒是把〈詩〉與〈書〉、〈禮〉、〈易〉、〈春秋〉作為經典看待的，因此，在漠武

帝時，設“五經博士

多場合仍然借用〈詩》的話語來表達自己對社會的看法與情感意緒，因此〈詩經〉的頌贊之詩或諷

謙之詩的形式對漢代的楚歌創作也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漢代的文人士大夫們也自覺不自地運用楚歌

來表達自己對社會的頌贊之情或諷諜之意。如班固的《論功歌詩〉、崔爛的《北巡頌}，就是表達對

“明章盛世"頌贊之情的“誦其美"的典型作品。而梁鴻的《五噫歌〉、《適吳詩》與張衡的〈四愁

詩}，則是表達諷世的思想傾向，即所謂

截了當地把詩歌本質的情感表現推演到歌唱艱辛生活的百姓身上和世道人心的層面上:“治世之音

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衷以思，其民困。"漢代楚歌與〈詩經》有著

同樣的社會功能，因為都遵循著相同的詩歌文化傳統，雖然它們所生成的文學模式差別甚大(加

然而，出於現實需要 也是出於最高統治者的政治需要 漢代用于祭袍的楚歌並沒有完全照搬

《詩經〉之《頌〉的形式，如漢武帝的〈天馬歌〉就是祭祖楚歌中的別調這顯然是出於現實戰爭的

需要以及漢武帝本人雄才大略的政治智慧與詩人情懷的表現而產生的。固守傳統而不知時代新變的

大臣汲黯，對武帝把〈天馬歌》作為祭紀之歌頗不以為然，因而進盲:“凡王者作樂，上以承祖宗，

下以化兆民。今陸下得馬，詩以為歌，協於宗廟，先帝百姓豈能知其音邪? "汲黯認為不合祖制，

因而提出反對意見，以至於弄得“上默然不說"(剖，事實上，武帝因先在敦煌得汗血馬，作《天馬

歌〉後又得大宛之干里馬而有〈西極天馬歌}，說北極太一星送來天馬，或天馬從遙遠的西方來歸有

德之君，承天馬的神威使外國歸順，四方臣服等等內容，充分顯現出漢武帝文韜武略的非凡氣度，

同時也顯現出漢王朝平定西域後的興盛強大，確實抒發了漢武帝當時的真情實感，屬氣魄宏大、雄

壯豪邁的抒情吉志的上乘之作 也是在繼承前人祭祖詩歌的基礎上的創新之作。

用於祭把儀典的漢代楚歌之新變還不只如此，其中很多作品與傳統雅樂的基本精神是相悍的，

如《郊把歌》中《齊房} (一名〈芝房歌})、〈靈芝歌》之類歌詠祥瑞作品，完全沒有頌祖的意思，

這類作品以“明章盛世"的頌贊之情取代傳統的對祖先的恭敬之意亦可視為漢代楚歌的一種新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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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那些迎神、送神及祭五帝的詩篇，我們也不難發現，其中多有稱之謂

《練時日》中的“九重閒，靈之游"、“靈之下，若風馬"、“靈之來，神哉沛"， {天地》中的“謬碧金

鼓，靈其有喜"， {五神〉中的“靈輿位，僱賽摸"， {赤較〉中的“句椒漿，靈已醉"、“靈殷殷，爛

揚光"等等，似乎說明漢代人對“靈"的尊崇大有取代祖先的意味。〈說文解字〉說“靈，巫也。"

又說“巫，祝也。女能事無形，以舞降神者也。"楚地巫風盛行，直接影響到漢代的最高統治者，因

此，這也是漢代統治者在祭把物件上多稱為“靈"而非漢之祖先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漢代楚歌與先秦楚歌的文學模式

先秦楚歌的文學模式的形成是因為它被據最在古代文獻的敘事中才得以保存下來的形式所決定

的。一方面，楚歌的創作者與演唱者是同一的，並且有特定的敘事背景;另一方面，詩歌和敘事又

是相互說明和印證的。保存先秦楚歌的這些古代文獻就是把歌辭文本本身直接作為敘事內容向我們

講述，使我們很容易感受到古代人們古樸的思想情感、心理活動、人格個性與生活狀貌。它是一種

現存古代音樂文學作品中難得的一種藝術模式。按照“詩吉志，歌永言"的原則，在敘述當中融合

楚歌，不僅使歷史文獻保存了早期歷史人物的詩歌，在後來的歷史意象中，對於這些詩歌的記憶也

有助於保持歷史敘述的表現力。由於楚歌與其語境的高度融合，它所表達的善惡褒貶的情感與道德

的強烈訴求給人的心靈帶來更為強烈的衝擊力 從《楚人誦子文歌〉、《優孟歌》、〈慷慨歌〉、《楚人

為諸禦己歌〉、〈穗歌〉、〈歲莫歌》等作品來看，這一特點非常突出。漢代除了用於祭袍的楚歌，其

他楚歌完全繼承了先秦楚歌的這種文學模式。

這種文學模式對於塑造眾多的歷史人物形象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其中既有正面的抒寫，也

有側面的描述，它不僅記錄了那一段歷史狀貌，而且刻劃了演唱者的人格特徵。而最引人注目的還

是對生命遭過毀滅的那些悲劇性人物的塑造。這些古代文獻的撰寫者們似乎是不經意地運用了高明

的藝術手段，讓這些詩歌總是出現在包涵富有戲劇性的歷史時刻，與人物的毀滅一同銘刻在讀者的

記憶之中。如〈吳越春秋〉之寫救助伍于胥的漁父與《漁父歌〉的故事， {史記〉之刻劃荊柯形象

及其〈易水歌〉的故事 特意將人物安排在與朋友訣別而即將赴死的使故事處於高潮的時刻，讓詩

歌傳達出震撼人心的悲壯之情等等，不僅使那種悲壯的環境與氛圍感染了讀者，而且這些人物在生

命即將毀滅之前，以他們創作的楚歌，使我們瞭解了他們的命運，記住了他們的名字。或者說正因

為這些作品歸於這些特殊人物名下，才使其更容易在文獻中保存下來，並且影響後世而成為不朽之

作。與之相同者，如項羽的《接下歌》、劉邦之子趙王劉友被囚于長安，餓死之前所作的《幽歌〉、

劉徹之子劉旦自殺之前所唱的楚歌等等 均可視為荊朝悲壯高歌《易水〉相類似的系列作品。而漢

代楚歌中這類作品基本土保存在《史記〉與《漢書〉之中，這究竟是為了加強歷史敘述的生動性而

被創造出來的詩歌 還是圍繞一首已經存在的詩歌來敘述歷史故事?對此，恐怕很難有一個令人滿

意的準確答案，但是，司馬遷與班固的高明就在於他們敘述這一歷史人物時，把他們收集到的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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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文學記載的、口頭傳說的原始材料 編撰為一個合乎邏輯的、意義豐富而又值得回味的歷史故

事。本著歷史學家“不虛美 不隱惡"的撰寫原則 他們不會虛構歷史但他們的目不只是真實地

記錄歷史，而且要使之生動感人，司馬遷將《采薇歌〉放在伯夷、叔齊在悲痛和毀滅的時刻出現，

《易水歌〉安排在荊柯與朋友訣別而即將赴死之前，如同項羽兵敗坡下而有《接下歌〉、劉邦之子趙

王劉友被囚于長安，餓死之前而作〈幽歌〉、劉徹之子劉且自殺之前唱的楚歌，這樣更符合人物的性

格邏輯，決定著人物命運的必然走向，同時，也是其情感與心理的必然顯現。毫無疑問，它為塑造

生動的歷史人物形象起到了增飾悲劇色彩、揭示人物性格的積極作用 因此，也極少有人去追問伯

夷、叔齊二人絕食而死了 司馬遷是如何知道那首〈采薇歌〉的?屈原懷抱巨石自沉1日羅江中，又

是如何知道那篇“懷沙之賦"的這樣一些問題的。

司馬遷與班固還似乎借用了宿命的觀念來為自己筆下的人物塑造服務 也似乎想以之說明悲劇

命運的不可抗拒。如戚夫人吟唱的《春歌~:“子為王 母為虜，終日春薄暮 常與死為伍!相隔

三千且，當誰使告汝? "後果然因此歌觸怒呂後，呂後不僅想方設法害死了趙王如意，也將戚夫人

變為“人歲"。據〈漢書》記載:“高後八年三月，被霸上，還過本只道，見物如倉狗，械高後披，忽

之不見。 ←之，趙王如意為祟。遂病披傷而崩。先是，高後鳩殺如意，支斷其母戚夫人手足，榷其

眼以為人歲。 (9)" 把徵兆的出現安排到特殊的事件中 《春歌〉仿佛成了趙王如意之死與戚夫人悲慘

命運的預盲詩。再如廣陵王劉胥在上吊自殺前一次宴會唱的一首楚歌:“欲久生兮無終，長不樂兮

安窮!奉天期兮不得須央千里馬兮駐待路。黃泉下兮幽深人生要死何為苦心!何用為樂心所

喜，出入無棕為樂亟0 萬里召兮郭門閱，死不得取代庸，身自逝。"而此之前，曾在劉胥的宮殿里出

現過一連串徵兆:“宮圈中棄樹生十餘莖，莖正赤，葉白如素。池水變赤，魚死。有鼠晝立舞王后廷

中。"還有息夫躬的《絕命辭~，詩歌之後便是“後數年乃死，如其文"一語，似乎應證了息夫躬的

必然命運。可見史學家們並沒有簡單地提供給讀者一種歷史事實，而是借助宿命的觀點，讓這些楚

歌的歷史學背景所提供其本身的意義反而顯得更清晰真切。

由於漢代楚歌主要記載於歷史著作之中，與先秦那些記載於諸于著作中的楚歌又有很大的區別，

因為記載於先秦諸子著作中的楚歌 其意在揭示世道人心 表明士人進退出處、為人處世的生命價

值觀與人生觀及其政治觀 是一種形象化的哲學表述，不過是借助於一個故事，甚至是虛構的故事

中的人物唱出這些歌來，以表達哲學家們的某些觀點而已。如載於《莊于﹒大宗師〉的《相和歌〉

所謂“睦來桑戶乎!睦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真 而我猶為人猜! 反映出莊子以獨特的方式對待死

亡的態度，他認為，人之死，就是反歸自然 所以生與死齊一。莊子的齊生死和歸根的觀念認為，

人生的意義是被動的，因此要安時處順。這基本上是指人的生命價值而盲，是一種人生觀，而不涉

及社會政治因素。載於〈莊子﹒知北遊〉中〈被衣為薔缺歌〉所謂“形若搞骸，心若死灰，真其實

知，不以故自持。媒媒晦晦，無心而不可與諜。彼何人哉! "實際上肯定他超然於利害、是非之外，

達到了“物我"兩忘的境界。這些作品既是詩歌，又是哲學，是飽含詩意的哲學。品味這些作品峙

的感覺就仿佛與我們身邊的人物所進行的一場既富有詩意又富有哲理的對話，你從中受到感染、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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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與敵迪，因為哲學之中包含著詩歌，詩歌中也包含著哲學，或者說是哲學的形象化，或形象化的

哲學。《相和歌〉也好 〈被衣為薔缺歌》也好，已然構成了諸子著作中的有機部分，並且極其形象

生動，這些歌曲與人物似乎與道家哲學天然地聯繫在一起。這些楚歌賦予道家社會觀念與人生觀念

一種詩意的表達。

漢代楚歌幾乎沒有這種形象化的哲學表達，更多的是具有宜抒胸臆的強烈的抒情色彩。在一種

真實的場景中，漢代楚歌的歌唱者衷歎他們個人的悲劇命運，展示自己的苦難，以自殺的方式表明

自己的最後抗爭，並刻意地將社會的黑暗與不公告白于世人。

三、先秦楚歌的“弦歌之"與漢代楚歌的歌伴舞

先秦楚歌除了徒歌 許多楚歌是由琴來伴奏的 如“舜彈五弦之琴，造《南風〉之詩..孟于

反、子琴張“或編曲 或鼓琴相和而歌..百里葉之妻唱〈琴歌〉時是“撫琴而歌..趙武靈王夢

見處女鼓琴而歌〈鼓琴歌};以與鐘于期為知音而名傳後世的伯牙的《水仙操};還有載於〈莊于﹒

大宗師》于桑若歌若哭而鼓琴而歌“父邪母邪!天乎人乎! ..等等，均以琴來伴奏。有的雖然當時

沒有用琴來伴奏的“徒歌" 但後來也收入琴曲，如〈麥秀歌》又名《傷殷操〉而為後來的〈琴集〉

所收錄，楚歌〈陽春〉、〈白雪〉後來改為琴曲一直流傳至今成為我國的經典琴曲。都說明琴的音樂

個性與楚歌的文學情調的特殊關係。

與先秦楚歌“弦歌之"的特點區別最大的一點 就是漢代楚歌演唱時常常是楚舞相伴。或自唱

自舞，如劉邦作《大風歌}，高祖乃起舞 慷慨傷，懷，泣數行下。漢代李陵與蘇武訣別時，也起舞

作歌，可見李陵也會跳楚舞，在這種情況下，唱楚歌者，同時也是此歌的舞蹈者、作曲者，也就是

創作、歌唱和表演合為一體;有時一人歌唱 旁人起舞 如劉邦易太子未果，無可奈何而有〈鴻鵲

歌》趴， “為我楚舞，吾為若楚歌..說的是劉邦悲歌〈鴻鵲}，而讓戚夫人翩翩起舞 (1昀伽0

事發， 自己唱完楚歌後，華容夫人起舞而唱楚歌。漢少帝劉辯被董卓鳩殺時， 自己唱楚歌，並令唐

姬起舞。這往往是某一事件處在高潮時刻的即興歌舞。傅毅《舞賦〉云:“歌以詠吉，舞以盡意，是

以論其詩不如聽其聲 聽其聲不如察其形。〈激楚) (結風) (揚阿〉之舞，材人之窮觀，天下之至

妙。(山

但在正式場合下，如祭把、慶典等正規儀式上，歌伴舞則經過了認真的準備與排練。因為祭把、

慶典具有一種莊嚴、肅穆的神聖性，需要一種規整的舞蹈來體現，按照有關學者的看法:“舞即神，

舞者的所作所為，也就是神靈的所作所為，因此，關於巫術舞蹈的情節演進和舞師如此這般的道術法

力的敘述，在神話中就體現為驚心動魄的故事......在神話以語吉講述神的故事以前，巫術儀式已

經以肉體演示它了。巫術是神的戲劇，而祭壇就是舞臺o (1泣山J2幻)

體現得非常莊嚴、肅穆是可想而知的 而重大的慶典儀式中舞蹈 也自然沿習這種氛閻，按《郊牛把巴
歌.天地/八~}所云:“千童羅舞成八;滸插，合好效歡虞泰一o (九歌》畢奏斐然殊，嗚琴竿瑟會軒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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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是成千上萬人參加的舞蹈與歌唱，加上各種樂器的伴奏，顯然需要事先反復認真的準備與排練。

當然這與個人情感抒發的楚歌楚舞之場景與氛圍有著絕然的不同。

由於漢代楚歌的伴舞在大多數特定情景之下即興歌舞，因此他們真實情感的近發，使他們的演

唱與舞蹈並無約束正如鐘嶸〈詩品序〉所謂“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盪性情，形諸舞詠o (叫l吟叫13)ω3)

當人們身臨特定的自然景物和社會生活時激發起一定的恩想感情，從而產生作詩起舞的興會，阮籍

〈樂論〉亦云:“歌以敘志，舞以宣情"唐人平列〈舞賦〉所謂“舞者所以激揚其氣"“不舞無以擴

情志"，宋人葉時《禮經會元〉所謂“樂之聲音節奏未足以感人，而舞之發揚蹈厲為足以動人"這

些說法均可以說明漢代產生歌伴舞有著特殊的審美意義。如被困坡下的項羽，晚年返沛的劉邦，投

降匈奴的李陵，他們或是即將面對著死亡，或是感慨時政，或是與朋友分別，雖是不同場合，卻促

使他們在歌舞之後情不自禁“泣數行下"。對生命，對人生，對世道的感慨，使他們不禁唱起感傷而

憂鬱的歌，並且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激起強烈的情感反應，這是一種真誠情感與複雜心理暴發的

瞬間，將人性真實的一面充分展示出來。此正合於《樂記》所雲:“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於

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故歌之為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盲之;吉之不足，故長

吉之;長言之不足 故睦歎之; r藍歎之不足 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M)"

從以上所舉的許多楚歌楚舞的表演中不難看出，漢代楚歌的歌伴舞往往是在人物處於極度悲痛，

甚至生命即將毀滅 引發內心極度衝突的時刻的一種特殊行為 古代文獻的作者們其中尤其是以司

馬遷、班固為代表的歷史學們不只是記錄歌舞的演唱 而且把這些楚歌楚舞當作歷史文獻中具有修

飾功能的部分，其中未嘗不滲透了他們對這些歷史人物深刻的感受與深深的感動。

漢代楚歌演唱時常常楚舞相伴的特點與漢代最高統治者的宣導不無關係。《樂府詩集〉卷五十三

“舞曲歌辭二"云:“雜舞者 《公莫~ (巴渝~ (槃舞~ (轉舞~ (鐸舞~ (拂舞~ (白衍〉之類是也。始

皆出自方俗，後浸陳於殿庭。"郭茂倩在王榮《魏俞兒舞歌〉四首前有小序云:

《晉書﹒樂志〉曰:“〈巴渝舞~，漢高帝所作也。高帝自蜀漢將定三秦，閩中範因率責人從帝為

前鋒，號板楣蠻，勇而善門。及定秦中，封因為閩中侯，複責人七姓。其俗喜歌舞，高帝樂其

猛銳，數觀其舞，曰:‘武王伐約歌也。'後使樂人習之。閩中有渝水，因其所居，故日《巴渝

舞》。舞曲有〈矛渝~ (弩渝~ (安台~ (行辭~，本歌曲四篇。其辭既古，莫能曉其句度。"左思

《蜀都賦》雲:“奮之則寶旅，玩之則渝舞"也。顏師古曰:“巴，巴人也。俞，俞人也。高祖初

為漢王，得巴俞人，並趟捷，與之滅楚，因存其武樂。巴渝之樂， 自此始也。"

由此可見劉邦本人甚愛楚舞，並親自創作《巴渝舞》。雖然《巴渝舞〉是以巴渝之地的歌舞為素材創

作的武樂武舞，恐怕也結合了楚人喜歡的萬舞，據《左傳》莊公二十八年記載:“楚令尹子元欲蠱

文夫人，為館於其宮側，而振萬焉。夫人聞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戒備也。今令尹不尋諸

仇餓，而於未亡人之側，不亦異乎!"萬舞是為“習戒備，之用的，對於激發劉邦的創作靈感而

為《巴渝舞》不無關係。但對於劉邦而吉 他對楚歌楚舞的愛好 使其在個人思想、、情感與心理需

要充分表達之時， 自然選擇楚歌楚舞的表現形式。以舞蹈著名者有漢高祖寵姬戚夫人、漢武帝寵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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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夫人、漢成帝的皇后趙飛燕等 後來者多有仿效 從而形成漢代楚歌多以舞相伴的特點。

何況楚國歷史上不乏至妙之舞如《楚辭﹒招魂〉中就描繪過《涉江》、《采菱〉、《揚荷〉之類的

樂舞就屬於至妙之舞。由於“楊"、“揚"、“陽"、“漾"、四字互可通假，其中《揚荷〉又名〈揚阿〉、

〈陽阿}，據《後漢書﹒張衡傳》記載孔融語:“《激楚〉、〈陽阿}，至妙之容。"曹植《瑩葔引〉雲:

“〈陽阿〉奏奇舞，京洛出名言區。"傅毅〈舞賦〉亦云:“《激楚》、〈結風〉、〈陽阿》之舞，材人之窮觀，

天下之至妙。"張華〈輕薄篇〉曰:“北裹獻奇舞，大陵奏名歌;新聲殊〈激楚}，妙妓絕〈陽阿}O"

可見以《陽阿〉為代表的楚舞具有獨特的藝術魅力，獲得了廣泛的讚譽，同時也直接影響了漢代的

舞蹈。如漢代的〈折盤舞}，就直接源于楚舞，唐人李善注曰:“西荊即楚舞也，折盤舞貌。張衡有

《七盤舞賦〉鹹以折盤為七盤也。" {七盤鼓〉又稱作《盤鼓舞}，現在可見於漢代畫像磚中，“一女仗

長袖束腰，腰間有柳葉形似彩飾，足下六盤一鼓，足蹈於盤、鼓之上，翩趣而舞，右一男優單腿跪

地，一臂前伸，面上仰，與女仗對視，充滿情趣。 (1昀昀5扮J)

南《盤鼓舞》表演:“美人興而將舞，乃{修彥容而改服o 襲羅毅而雜錯， 申網繆以自飾。扮者啾其齊

列，盤鼓煥以耕羅。抗修袖以聽面兮，展清聲而長歌。 (16)" 還有一種《巾舞}，也是源于楚舞。《巾

舞〉原稱公莫舞，因舞時以巾作道具而得名。據《晉書﹒樂志下〉記載:“《公莫舞}，今之《巾舞〉

也。相傳云項莊劍舞項伯以袖隔之 使不得害漢高祖，且語項莊云:‘公莫l' 古人相呼日‘公，

吉公莫害漢王也。今之用巾，蓋像項伯衣袖之遺式。"關於《巾舞〉的姿態，我們還可以從出土的漢

代畫像石中看到一些。《南陽漢代畫像磚〉一書根據南陽出士的畫像磚的舞者形象得出結論:“漢代

舞蹈繼承了楚舞的藝術風格。畫像里所表現的舞蹈女子，腰如約素，或曲或傾，象柳絲、在春風里擺

動，使舞蹈綽約多姿。由於袖、腰在漢舞中的重作用，因此，有以‘舞袖，、‘舞腰，作舞蹈的代稱

的。如‘振飛穀以舞長袖 姆細腰以務抑揚， ‘奮長袖以飆回 摧細腰以煙起。'都是以袖腰並舉。

《西京雜記》載:‘(戚)夫人善為翹袖折腰舞，歌《出塞》、《入塞》、《望歸》之曲。'翹袖、折腰既

是當時舞蹈藝術的代表性技巧， 自然也是善舞者的標誌o (1口mJ7仍)

來若往，雍容惆悵，不可為象"，“及至四身還入，迫於急節，浮騰累跪，耐蹋摩跌"張衡〈舞賦》

所謂“連翩絡繹，乍緒乍絕。裙似飛燕，袖如回雪"， {南都賦》所謂“白鶴飛兮繭曳緒，修練繞而

滿庭。羅藉踩踩而容與，翩綿綿其若絕，眩將墜而複舉"等等描繪來看，漢代舞者的高超舞技，符

合人們的欣賞趣味與審美要求 故深得皇室貴族、文人學士以及普通民眾的喜愛，從而在很多場合

出現楚歌的時候就有楚舞相伴。

綜上而簡吉之，出於現實政治生活的需要，漢代楚歌用於祭記者接受了《詩〉之三似的與《楚

辭﹒九歌》用於祭把的內容與形式，但也有如漢武帝〈天馬歌〉之類的創新之作;漢代楚歌的文學

模式也有獨創之處，沒有如讓般在諸子散文中的先秦楚歌中形象化的哲學表達，更多的是表現直抒

胸臆的強烈的感情色彩;在表現藝術上，與先秦楚歌“弦歌之"的特點區別最大的一點，就是漢代

楚歌演唱時常常是楚舞相伴 此亦為當時人們的欣賞趣味與審美要求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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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 、參見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卷二十凹，第999頁，中華書局， 1987年。

(2) 、李構、黃樁:{毛詩集解}， {四庫全書〉本，卷一。

(3) 、範處義:{詩補傳}， {四庫全書〉本，卷二十六。

(4) 、沈德潛〈古詩源}，第38頁，中華書局1963年版。

(5) 、沈德潛《說詩碎語》第198頁，人民文學出版社， 1979年。

(6) 、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下冊，第1416頁，中華書局， 1980年。

(7) 、參見孟修祥〈先秦楚歌的文學模式}，載《江漢論壇}， 2010年第10期。

(8) 、〈二十五史〉第1冊， {史記﹒樂書〉第156頁，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 1986年版。

(9) 、《二十五史〉第1冊， {前漢書﹒五行志〉卷27中之上，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 1986 

年版。

(10) 、據《西京雜記〉載:“高帝戚夫人善鼓瑟擊築。帝常擁夫人倚瑟而弦歌，畢，每泣下流

漣。夫人善為翹袖折腰之舞，歌《出塞》、《入塞〉、《望歸》之曲，侍婦數百皆習之。後宮齊首

高唱，聲徹雲霄。"“戚夫人侍兒賈佩蘭，後出為扶風人段儒妻。說在宮內時，見戚夫人侍高帝，

當以趙王如意為吉而高祖思之幾半日不吉歎息悽愴而未知其術輒使夫人擊築，高祖歌

《大風詩〉以和之。又說在宮內時，當以弦管歌舞相歡娛，競為妖服，以趣良時。十月十五日，

共入靈女廟，以豚泰樂神，吹笛擊築，歌〈上靈〉之曲。既而相與連臂，踏地為節，歌〈赤鳳

凰來}o" 第2頁、第19-20頁，華書局1985年。

(11)、蕭統〈文選〉上冊，第247頁，中華書局， 1977年版。

(12) 、劉宗迪〈鼓之舞之以盡神一一論神和神話的起源}，載〈民間文學論壇} 1996年第4期。

(13) 、周振甫〈詩品譯注}，第15頁，中華書局， 1998年。

(14) 、〈十三經注疏〉下冊，第1527-1545頁，中華書局影印本， 1980年。

(15) 、南陽文物研究所編《南陽漢代畫像磚}，第95頁，文物出版社，的90年。

(16) 、嚴可均《全後漢文〉卷五十三，中華書局影印本， 1985年。

(17) 、南陽文物研究所編《南陽漢代畫像磚}，第32頁，文物出版社， 1990年。

(長江大學文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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